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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宋代书院与理学学术同时兴起的现象。理学家以《四书》作为书院教育的经典，将理

学化《四书》学广泛传播于民间社会，深刻影响了朝野的士大夫群体。宋儒《四书》学确定了“学以成圣”的教

育目标，鼓励士大夫具有崇高的道德人格，能够承担起共治天下的政治责任。宋儒通过书院的《四书》学教育，

提升士人作为政治主体、文化主体的追求，并推动理学在民间社会的传播，促进了士大夫群体思想共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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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在复兴儒学、回归孔孟之道的思想背

景下，理学派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但是理学家的思

想主张并未得到朝廷的认可，因此理学及其《四书》

学主要通过书院教育等民间教育、地方学术的方式传

播和推广。恰恰由于这一种民间教育、地域学术的形

态和途径，推动了理学的广泛传播与推广，促进了宋

代士人的思想整合，推进了两宋时期士大夫群体的思

想共识的形成。 

本文拟通过书院的理学及《四书》学教育，探讨

宋代儒学的思想整合问题。理学从学术初起到繁荣发

展，均与宋儒建立的书院教育、学术传播与思想整合

有密切关系。 
 

一、理学初兴与书院教育 
 

汉代经学的兴起，完全是朝廷“罢黜百家，表彰 

六经”的自上而下的学术推动，并主要借助于太学以

及相关的博士制度。而理学初兴，却主要是儒家士大

夫自下而上的学术传播，主要借助于民间学术−教育

机构的书院。 

书院是唐宋时期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教育组织

形式。“书院”萌芽于唐，盛行于宋。最早的唐代书

院还只是皇家的藏书之地，后来由逐步演变成民间的

藏书、读书之地。到了宋初，“书院”逐渐演化为民

间的私人讲学的教育机构，以后进一步发展为教书、

写书、出书的重要学术教育机构。 

宋代书院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千余年来中国传

统教育形式不断发展、演化的结果，书院吸收了先秦

私学争鸣、汉代精舍研经、魏晋谈玄析理、隋唐寺院

禅修的学术与教育传统，满足了宋代士人自由讲学、

研究经典、学术辩论、修身养性的不同文化任务，这

些历史上不同的讲学形式、修身方法，在宋代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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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中均可以找到。可见，书院之所

以能够成为延续千年的教育-学术机构，缘于其集传统

教育形式之大成。宋代书院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

不仅仅在教育组织形式方面集传统之大成，其传播的

思想内容理学及其《四书》学也是如此。宋代书院形

成后，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即唐宋之际学术变

革、理学及其新经典体系的形成，理学家急于寻找一

种新的教育组织与学术传播的组织机构。宋儒不仅希

望批判佛道二教，也努力摆脱汉唐经学的约束，希望

实现宋代儒学的重建。宋代书院的发展过程，就是与

宋代文化复兴、重建儒学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考察宋代学术史可以发现，书院的兴起与理学思

潮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宋代学术初兴于庆历之际，被

认为广义的“道学”(理学)先驱人物包括范仲淹、孙

复、石介、胡瑗等士大夫集团[1]，他们既是早期道学

的倡导者，也是宋代早期书院教育的推动者。早在北

宋时期，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士大夫集团，均是推动

宋代儒学复兴的推动者，同时也是创办书院以改革教

育的教育家。天圣四年(1027 年)，范仲淹丁忧居南京

应晏殊聘请掌教应天府书院。他通过掌教应天府书院

以推动端正士风的教育改革，据《年谱》记载：“公

常宿学中，训智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

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

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2]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

的教育实践，推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与完善，也推动

了书院与宋学的紧密联系，特别是培养了著名的 “宋

初三先生”孙复、石介与胡瑗等，这三个人又成为北

宋教育改革的重要人物。其中胡瑗是推动地方官学改

革、创立“苏湖教法”的著名人物，他推动地方学校

以“经义”“治事”的分斋教学，以培养有体有用之

人才，促进了宋代儒学的复兴和发展。孙复、石介则

致力于书院教育的改革，是书院成为宋学兴起的学术

和教育大本营。孙复就是范仲淹掌教应天府书院时培

养的杰出人物，后来他又在应天府书院任教，后来他

长期居泰山讲学读书，并创建著名的泰山书院。孙复

长期主持泰山书院，称“泰山先生”。石介也是如此，

曾求学于应天府书院，但他后来又拜孙复为师，执弟

子礼。石介也致力于宋学和书院的共同发展，故而创

办和主持了徂徕书院。石介有非常明确的“道学”目

标的追求，有着鲜明的传承和复兴儒家之道的道统意

识，并且将此道统意识与书院建设结合起来。他在《泰

山书院记》中，就将道统承传与书院使命统一起来说：

“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

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

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3]由于石介长期在

徂徕并主持书院讲学，学者称他为“徂徕先生”。范

成大《石鼓山记》将徂徕书院列入北宋四大书院。他

说：“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

石鼓、岳麓。”[4](1722)从范成大的说法中，可以看到石

介等宋初儒者在书院教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熙宁变法以后，王安石的“荆公新学”通过官学

途径而获得极大发展。王安石扶持官学的发展，特别

是通过在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推行“三舍法”，强调

一切士人均需通过官办学校才能够获得仕进的机会，

还以《三经新义》统一学校教学和选拔官员。这样，

就使得作为宋学学派之一的“荆公新学”的地位发生

了重大变化，获得了官方儒学的地位，也成为士人必

须学习的基本科目和教材。王安石的“荆公新学”不

仅抑制了理学的发展，同时也抑制了书院的发展。但

是，就在王安石“荆公新学”如日中天的时候，理学

派被迫开启民间教育的模式。理学家未能够通过官学

传播自己的学术，他们开始探讨以非官方的书院教育

形式，以推动理学及《四书》学的传播。 

关于北宋理学派的书院讲学活动，从留下的文献

记载来看，主要有理学开山周敦颐晚年隐居庐山，创

办濂溪书堂，在此读书讲学。据潘兴嗣《周敦颐墓志

铭》记载，周敦颐“曾过浔阳，爱庐山，因筑室其上，

名之曰濂溪书堂，每从容为予言：……次濂溪者，异

时与子相从于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5]据度

正《周敦颐年谱》记载，濂溪书堂始建于嘉祐六年(1061

年)，而且周敦颐在此书堂实现其“与子相从于其上，

歌咏先王之道”的专门从事学术和教育的人生理学。

他在书堂“汲汲于传道授业”，同时也与同道人士相

与讲学论道，如北宋治平二年(1065 年)江南西路转运

使李大临“以诗谒先生于濂溪书堂”[6]。由此可见，

周敦颐晚年隐居庐山的濂溪书堂，也是新儒家学者通

过“书堂”“书院”形式，从事学术研究、思想传播

的重要基地。 

以书院为基地从事民间讲学，成为理学派的一个

传统。周敦颐之学的继承和发扬者、理学奠基人程颢、

程颐两兄弟，他们也是通过书院研究与传播理学。与

二程兄弟讲学活动有关的书院有两所，一所是原有的

嵩阳书院，一所是新创建的伊皋书院。嵩阳书院是北

宋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二程兄弟长期以家乡洛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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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从事学术、教育活动，故而史称为“洛学”。嵩

阳书院创建于北宋初年，许多大儒在此讲学，它同时

也成为二程兄弟的讲道之所。后代学者对此事有许多

追记。当然，二程“洛学”讲学更多的书院，应该是

“伊皋书院”。元丰五年(1082 年)，文彦博曾经赠送

程颐一处庄园，程颐在此创办了伊皋书院。后改名“伊

川书院”。程颐“伊川”之名号与此有关。二程兄弟

的学术教育活动不仅仅是洛理学的私人教育，虽然没

有强大的政府资源，其办学条件也非常有限，但是理

学的教育是凭借其思想的影响力、学术的说服力，故

而影响了一大批有思想、有才华的有志青年。程门弟

子学术思想特别活跃，由于他们继承了二程这一种私

人讲学的传统，使得北宋形成的理学能够大盛于南宋

时期。 

可见，书院的民间性质，更能够让民间学术的理

学获得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故使得理学成为当时最

有影响的宋学学派。理学派真正能够成为朝野士人、

士大夫普遍关注、认真学习、逐渐认同的思想学说，

这与南宋时期理学家进一步在民间社会创办、运用书

院教育、全面推广和传播理学及《四书》学有密切    

联系。 

 

二、南宋书院的《四书》学教育 

 

南渡以后，东南理学出现大盛的局面，南宋的不

同学统大多是二程洛学之传的结果。而且，南宋理学

之所以发达，并且在社会知识界形成一个广泛的政治

力量与文化力量，与理学家充分借助于书院作为理学

及《四书》学的学术重镇和教育基地密不可分。他们

将理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广泛传播于民间社会，深刻影

响了朝野的士人、士大夫群体。南宋理学繁荣、书院

发达，理学成为大多数书院的主要学统。 

南宋初年最早创办书院，在民间社会从事理学的

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活动者，是胡安国、胡宏父子。

南宋建炎四年(1130 年)，胡安国、胡宏父子从荆门隐

居湖南湘潭碧泉，创办了碧泉书院。胡宏为碧泉书院

写的上梁文提出：“伏愿上梁以后，远邦朋至，近地

风从；袭稷下以纷芳，继杏坛而跄济。”[7]书院建成

后，许多志学求道的青年，皆来此求教于胡宏，故而

碧泉书院具有典范意义，即以书院组织开拓地域性理

学的“学统”。通过书院教育以创建理学学统，成为

南宋以后的重要教育形式和主要学术形态。 

理学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进入大盛时期，同时

也是书院教育的大盛时期。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

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均是通过创办书院，以培养

理学人才，推动理学学术的发展。与此相关，理学化

的《四书》学教育，也一直和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 

南宋乾道初，张栻主持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

书院。张栻希望这一所书院能够成为理学学术和人才

培养的基地。张栻在他撰写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

中，认为岳麓书院应该避免官学教育的种种弊端，要

回归儒家的“为己之学”“学以成人”的教育理念。

他希望将岳麓书院办成不同于官学的一种儒家教育的

典范，不以科举利禄为教育目标，而是应该追求“成

就人材，传道以济斯民也”。因此，以内圣之学为重

点的《四书》学自然成为岳麓书院的主要教材。张栻

特别强调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教育

学生的重要性，为了适应书院教育需要，他专门撰写

了《孟子说》《论语解》作为书院教学的讲义。他在

《孟子说序》中说：“岁在戊子(乾道四年)，栻与二

三学者，讲诵于长沙之私塾，窃不自揆，缀所见为《孟

子说》。”乾道九年刻写成书，正式作为岳麓书院教

学讲义。他在书前作《孟子讲义序》( 又名《讲义发

题》)一篇，对学生说：“栻以所见与诸君共讲之，愿

无忽深思焉。”并在“讲义序”中主张“义利之辨”

为入学首要课程。这一年，他还完成了代表作《论语

解》，“辑《论语解》为同志者切磋之资”，并要求

学生“所当终身尽心者，宜莫先乎此也”[8]。可见，

理学化《四书》成为书院教育的重要特色。 

朱熹更是推动书院教育的创新和发展的著名理学

家。他也是在乾道年间开始在福建创建精舍和书院讲

学。乾道六年(1170 年)，他于福建建阳县创建寒泉精

舍，五年后与理学家吕祖谦在此讨论、编撰《近思录》。

淳熙十年(1183 年)于武夷山建武夷精舍。绍熙五年

(1194 年)又于建阳建竹林精舍，因学徒增多而不能容，

故加以扩建并改名为沧州精舍。朱熹虽不明称其为书

院，而实际上却仍把它们同书院等同视之，有时甚至

直接称之为书院。如《朱子语类》卷九十载其所说：

“新书院告成，明日欲祀先圣先师，古有释菜之礼。”

此处所言“新书院”即是新扩建的沧州精舍。朱熹通

过福建创办的诸多书院，奠定了闽学学统。朱熹推动

的书院教育，是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的教育理念，所以

他也是一边在书院从事《四书》学研究，一边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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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为教材培养生徒，《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

其实就是他在书院的学术成果和教育成果。而且，朱

熹不仅以他注释的《四书》作为书院教材，还将《四

书》的基本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浓缩为书院的学规、

学箴、教学法，落实于书院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实践。

南宋淳熙七年(公元 1180 年)朱熹知南康军时，主持修

复白鹿洞书院，书院落成后，朱熹即往书院给学生讲

授《中庸》首章之义[9]。另外，朱熹还请著名理学家

陆九渊于书院讲《孟子》，陆九渊讲《孟子》中“君

子小人喻义利章发论”，这一内容，后来编成《白鹿

洞书堂讲义》。同时，朱熹在沧州精舍讲学时，还要

求学者“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

《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

就自己身心上存养玩索，著实行履。”[10]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朱熹亲自制定了体现《四书》学教育理念的

《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选取《四书》学教育思想

的精髓，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以《孟子》中的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

有信”，作为书院的“五教之目”；以《中庸》中的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

为书院的“为学之序”；以《论语》中的“言忠信，

行笃敬”以及《孟子》中的“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作为书院生徒的“修身之要”；以《论语》《孟子》

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为书院生徒的“接物之要”。这一《揭示》，通过对

为学目的、内容、方法的规定，将书院教育完全纳入

了理学化《四书》的轨道。《揭示》出现后，不断为

其他书院所采用，到南宋后期，几乎为天下书院所共

遵，对书院教育乃至公立学校教育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陆九渊则在江西贵溪创建象山精舍讲学，学术和

教育活动皆达到极盛。陆九渊也重视《四书》学，他

本人就提出，除了《孟子》特别重要外，其他“如《中

庸》、《大学》、《论语》诸书，不可不时读之，以

听其发扬告教。”[11]可以说，在其思想体系建构过程

中，陆九渊对儒家《四书》均有大量的吸收，其中，

尤其以《孟子》为多，是其学术建构的主要资源。全

祖望肯定陆九渊之学的内在精神与学术取向源自孟

子：“象山之说，先立乎大者，本乎《孟子》。”[12]

陆九渊在主持象山精舍时，学术也是很盛，据其《年

谱》记载：“郡县礼乐之士，时相谒访，喜闻其化，

故四方学徒大集……先生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

逾数千人。”[13](501−502)陆九渊讲学注重《孟子》学的

“发明本心”，其《年谱》载：“(陆九渊)首诲以收

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诸生皆俯首拱听。非

徒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也，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

响，听者无不感动兴起。”[13](501)象山精舍从学陆九渊

者人数众多，并且形成了以象山精舍为基地的象山  

学统。 

全祖望所说：“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

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14]

乾淳四君子之一的吕祖谦，系浙江婺州人，他所创立

的学派称“婺学”或“金华学派”。吕祖谦晚年在婺

州明招山创建丽泽书堂，据记载，他晚年“会友于丽

泽书院，既殁，郡人即而祠之。”[15]吕祖谦在丽泽书

院讲经史之学时，留下了一些讲义。据吕祖谦“附录”

卷一的《年谱》记载，他于淳熙六年编有《尚书讲义》，

则是主持丽泽书院的讲义。《宋元学案·东莱学案》

收录有吕祖谦的《丽泽讲义》，内容包括《论语》《孟

子》《中庸》《大学》等《四书》内容，同时也包括

《周易》《诗经》《周礼》等儒家经典。 

全祖望说：“故厚斋(王应麟)谓岳麓、白鹿，以

张宣公(栻)朱子(熹)而盛；而东莱(吕祖谦)之丽泽、陆

氏(九渊)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传遍天下。则又

南宋之四大书院也。”[4](1723)南宋四大书院教学卓有成

果，成为闻名全国的教育重镇，它们标志着中国书院

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四书》

逐渐成为培养、教育士人、士大夫的教材而提升为儒

家经典文本。 

 

三、《四书》学的教育宗旨 

 

南宋书院教育的成功，在于这些理学化书院的精

神吸引力和学术创造力。而宋代书院之所以能够做到

这一点，在于它们很好地贯彻和实践了理学化的《四

书》学教育宗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进一步

探讨、解析理学化的《四书》学教育宗旨。 

宋代以后，儒学往往又被称之为“圣学”，但是

在不同历史语境与不同经典体系中，“圣”的意义是

不同的。早期儒家讲的“圣”是圣王，他们认为《六

经》的制作者即三代先王才是“圣”，上古时期的尧

舜禹汤文武周公通过治理国家、征服天下，并以其“德”

而配天而成为“圣王”；但是，宋代以后，宋儒所讲

的“圣”是儒者士人的“圣学”，《四书》作者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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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子思、孟子等是儒家士人圣贤的典范，宋儒主

张普通士子通过学习、实践《四书》而“成圣”。所

以，《四书》学成为一切普通士人如何成“圣”的     

“圣典”。 

两宋时期，理学家通过民间书院的推广和教育，

逐渐使理学化《四书》成为宋代士人普遍接受的思想

共识，以推动宋代士人思想的整合。《论语》《孟子》

《大学》《中庸》本出于先秦儒家子学，本来就是儒

家创办私学教学之用。宋代士大夫从《五经》之学回

归先秦儒学，恰恰就是希望从先秦儒家子学中，需求

新的思想资源。可见，无论是先秦作为子学的《论语》

《子思子》《孟子》，还是到了两宋作为民间学术思

潮的《四书》学，其知识创造、价值承担的主体一直

是士人群体。宋代士人对这一类士人之学表现出特别

的兴趣，他们纷纷以这些典籍作为自己或门徒“学以

成圣”的基本经典，故而建立了一种新的经典体系，

即《四书》学体系。 

宋代士大夫群体以《四书》学著作为典范，启动

以“求道”为目标的“修身”“成人”“成圣”的人

生历程。而且，他们特别强调，《四书》的学习和研

究并不是那一种学识炫耀、功利追求的“为人之学”，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强烈批判了秦汉以来学术界

出现的种种弊端，他说: “秦汉以来, 圣学不传, 儒者

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 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

命道德之归。”[16]宋儒希望建立的《四书》教育体系，

就是希望士人们通过《四书》学习而能够成就内在人

格、实现自我完善，也就是说，他们推动的《四书》

学教育完全是一种“为己之学”。 

宋代士大夫之所以提出回归先秦儒家的“为己之

学”，是因为宋初以来，尽管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大大

提升，他们的政治主体意识、文化主体意识大大增强，

但是他们整体的道德素质、人格精神有待进一步提升

和完善。宋初以来，从中央的太学到地方官学，主要

存在几个重要的弊端。其一，就是所谓“自汉儒至于

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17]，从宋初朝廷规定

国子监学习《五经》，到后来拓展到《九经》，其实

均是将汉代以来以经学的章句训诂作为主要教学内

容，皮锡瑞说：“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

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傅，不凭胸臆；犹汉

唐注疏之遗也。”[18]士子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更不

用说能够以经典修身，提升自己的精神人格。其二，

宋代朝廷努力将学校教育与科举选拔结合起来，使学

校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功利之习占据学校的主导地

位。朱熹针对这一现象批评说：“所谓太学者，但为

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

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

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

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

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

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  

也。”[19]上述两个原因，使得士林风习出现种种缺乏

德性、争名夺利等一系列急于改善的现象，具有忧患

意识的宋儒倡导重读先秦儒家的《论语》《孟子》《大

学》《中庸》，将这些儒家子学看作是使得士大夫群

体的“为己之学”，确实是一种有感而发的教育主张。

宋代《四书》学的兴起，始于宋代士大夫倡导一系列

新的文化理想与教育理念，理学及《四书》形成后，

他们需要在民间书院进一步从事学术推广和思想整

合，希望形成一种以理学化《四书》学的思想共识。 

中国传统的教育与学术向来是一体的。孔子整理

《六经》、为《六经》作传记的学术研究，其实是为

培养儒家士人教育服务的。所以，《六经》及其传记

之学既是儒学的学术成果，又是儒教的教育成果。宋

儒不满汉唐儒家的《五经》之学，批判这一种经学教

育让士子沉溺于章句训诂的知识教育，故而致力于《四

书》学的经典诠释和义理建构，这一些与《四书》相

关的解义、讲义、章句、集注、答问等，同样既是《四

书》学的学术成果，又是从事教育的教学成果。 

所以，从书院教育的视角考察宋儒建构的《四书》

学成为士人普遍接受的基本教材，对确立士人基础知

识、建构士大夫价值信仰、塑造士大夫人格均产生了

深刻影响。宋儒建构的《四书》学，显然不等同于孔

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思想，而是经过宋儒创造性

诠释而建构的《四书》学，那么，宋儒注释的《四书》

学，究竟会以什么核心思想、价值信仰来塑造两宋以

来的士人呢？ 

理学家诠释的《四书》学，其根本宗旨就是把《四

书》看作是培养士人“学为圣人”之书。在汉代经学

体系中，《五经》体系是以三代圣王之治的典范引导

当朝帝王仿效之，所以说，汉代以来已经奠定的《五

经》体系其实是“先王之政典”的帝王之学。《五经》

的核心是以先王为目标的国家治理和礼法制度，士大

夫研究《五经》学，就是从《五经》中寻求治理国家

的制度和方法，以协助、成就帝王的政治事业。而《论

语》《孟子》《大学》《中庸》只是由士人之书而提

升为《五经》的传记之学，故而宋儒建构的《四书》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6 卷第 3 期 

 

6

 

学体系，应该首先是一种士大夫之学。《四书》主要

是以孔、颜、曾、孟等为典范，引导后来的士人仿效

他们“学以成圣”，即是鼓励士人自己开启以“成圣”

为目标的“修身”历程。无论是先秦作为子学的《论

语》《曾子》《子思子》《孟子》，还是汉代作为《五

经》的传记之学，或者是两宋作为独立经典的《四书》

学，其知识创造、价值承担的主体一直是士人群体。

理学家一直强调，他们之所以推动《四书》的学习和

研究，其目标并不是一种学识炫耀、功利追求的“为

人之学”，而完全是为了自己内在的人格精神、理想

追求、自我完善，也就是一种“为己之学”。 

所以，宋儒主张以《四书》作为培养士人的基本

教材，特别强调《四书》“学以成圣”的教育宗旨。

他们要求士人群体必须让自己确立一个高远的目标，

就是通过《四书》的学习，而达到孔、颜、曾、孟那

样思想高度的“君子”“圣贤”。 所以，那些积极推

动《四书》教育的宋儒，其实均是强调《四书》是士

人的成圣之书。程颐说：“修身，当学《大学》之序。

《大学》，圣人之完书也。”[20](311)“《论语》为书，

传道立言，深得圣人之学者矣。”[20](44)“《中庸》之

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20](153)张载也认为：“要

见圣人，无如《论语》、《孟子》为要。”[21]到了南

宋，特别是经过朱子作《四书集注》之后，这一观点

已经成为宋代儒学的主流观点。他们将《四书》完全

看作是士人群体如何成圣的“圣贤之书”： 

圣贤之书，要旨每寓于篇首。《大学》之首，揭

明德、新民、止至善之要领; 《孟子》之首，辨仁义

与利之界限; 《中庸》之首，明性、道、教之一原，

皆要旨也。至若《论语》一书，孔门弟子记诸善言，

隐然自有次序。[22] 

由此可见，在宋儒的集体意识、思想共识中，《四

书》学之所以特别重要，就在于其核心思想是指导士

人“学为圣贤”。 

宋儒奠定了《四书》体系，希望宋代士人能够仿

效孔、颜、曾、孟等先秦士人，开启宋代士人以“成

圣”为教育目标，《四书》的核心是圣化士人。人们

会问，宋代《四书》学鼓励士人“学以成圣”的历史

原因是什么？我们必须将这一个问题植入唐宋变革、

士大夫崛起的大历史背景，才能够对宋代出现的这一

种“学以成圣”思潮做出合理的解释。其实，希望士

人“学以成圣”，其中包括确立士人的两个重要目标。 

其一，宋儒《四书》学鼓励士人“学以成圣”，

是希望崛起的宋代士大夫具有崇高的道德人格，能够

承担起与君主共治天下的重大责任。我们知道，唐宋

变革之际，宋代士大夫群体的社会出身、政治地位发

生了变化，使得他们承担的政治责任、历史使命更重，

与这一种责任意识、使命意识相关的就是对士人的道

德要求和人格期望。宋儒之所以将圣人作为自己的人

生最高目标，表达出前所未有的既能够进取担当意识，

其原因即在于只有“圣贤”这样的道德境界和崇高人

格，才能够承担得起“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责任。

宋代士大夫迫切需要提升士人的道德要求和人格期望

的思想资源，而《四书》等先秦儒家子学恰恰具有更

加丰富的资源。所以，宋儒诠释的《四书》学，将《四

书》的教育宗旨确定为“学以成圣”的目的，首先是

与培养士人以“圣贤”为标准的道德境界和崇高人格，

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承担起与君主共治天下的重大 

责任。 

其二，宋代《四书》学鼓励士人“学以成圣”，

还包含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希望宋代士大夫尽快推进

“道治合一”政治理想，能够在与君主共治天下中完

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

虽然首先肯定上古圣王“教治”合一的道统，但是他

的主要目标则是强调春秋以来孔子及其诸弟子无“君

师之位”却能够兴道统之教。在《中庸章句序》中，

朱熹特别强调“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的道统意

义，他说：“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

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

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

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23]宋儒建构的《四书》学，

就是这一种能够满足儒家士大夫承担道统传承、复兴

孔孟之道的经典体系。朱熹建构了以《四书》为经典

文献依据、以孔孟程朱为授受谱系的道统论。朱熹建

构的《四书》学道统论，希望“士”如何以“帝师”

“大夫”的双重身份，既以道统教育帝王又以道统治

理国家。可见，宋儒的道统论包括两个阶段：有“君

师之位”的圣王道统与无“君师之位”的士人道统，

前者以《五经》为代表，后者以《四书》为代表。朱

熹及其宋儒将代表士人道统的《四书》提升为儒家核

心经典，就是突出了士人群体承担道统的重要意义。 

 

四、《四书》学教育的历史影响 

 

由上可见，宋儒《四书》学确定的“学以成圣”

的书院教育目标，是为了鼓励士人崛起的宋代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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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崇高的道德人格，能够承担起与君主共治天下的

重大责任，在秦汉以后“君师”分离的条件下，能够

承担起以道统教育帝王、以道学治理国家的重大责任。

宋代书院鲜明地倡导“学以成圣”的教育理念，以满

足作为政治主体、文化主体的宋代士人群体的普遍追

求，推动了理学在民间社会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宋代

士人的思想整合，最终推进了两宋时期士人群体的思

想共识的形成。 

南宋书院的理学及其《四书》学教育，其产生的

思想整合作用和文化传播功能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以

庆元党禁历史事件为时间轴心来考察这一问题。 

庆元党禁事件发生之前，由于南宋理学发展的大

盛，推动了书院教育的大盛。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

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均是通过创办书院的理学大

家，他们不仅培养了大量推崇理学的士人，故而全祖

望有所谓“四家之徒遍天下”之说，特别是将这一能

够表达士大夫价值理想、人格理想的学说，发展成为

民间士人普遍认同的思想学说。这一个以民间书院为

依托的新儒学思潮的兴起，不局限于谈论性理的少数

道学家，而是体现出宋代士大夫群体崛起。而庆元党

禁事件的发生，可以理解为君主、权臣的政统力量与

士人、理学的道统力量的一场政治较量和文化博弈。

这也能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地方书院在宋代士人思

想整合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庆元党禁事件中，以朱熹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化

集团，不幸卷入韩侂胄、赵汝愚的朝廷党争之中。但

是，从庆元党禁的演化过程和历史结局来看，均可以

看出南宋新儒家文化集团已经成为君主、权臣的政统

力量所警惕、防范与打击的政治力量。庆元党禁事件

爆发后，首先受到打击的是所谓“道学之人”，他们

统统均看作是“逆党”“伪学”，理学家著作书籍被

禁毁，科举考试中凡涉理学之义理者，一律不予录取，

同时还包括理学家注释的六经和《论语》《孟子》《中

庸》《大学》也难逃厄运。特别是赵扩还下诏订立《伪

学逆党籍》，入籍者除了宰执赵汝愚、留正、王蔺、

周必大等人外，特别是包括了朱熹、徐谊、彭龟年、

陈傅良、薛叔似、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简、袁

燮、杨宏中、蔡元定、吕祖泰等学术活跃的儒家士大

夫。从《伪学逆党籍》的名单，可以发现庆元党禁打

击的“伪学逆党”，将乾道、淳熙以来体现学术大盛、

学派林立的不同学派，即在朱熹闽学学派之(朱熹、蔡

元定等)外，还包括张栻湖湘学派(彭龟年)、吕祖谦婺

学学派(吕祖俭、吕祖泰等)、陆九渊象山学派(杨简、

袁燮等)，特别是还有被看作是事功之学的浙东学派

(陈傅良、叶适、徐谊等)著名学者。他们中有的罢官，

有的被捕，有的充军，甚至还有的被迫害致死。也就

是说，南宋朝廷的权力集团其实是将活跃在学术思想

领域的不同学派均看作是自己的敌人。可见，庆元党

禁实际上是南宋帝王、权臣构成的统治集团对宋代自

由学术、民间书院的一次政治打击，使得乾道、淳熙

年间的那种书院繁荣、学派林立的局面不再存在。 

虽然在君主及权臣组合的政统力量与士人及书院

组合的道统力量之间的政治较量中，政统力量取得了

短暂的胜利，而士人学术、民间书院的道统力量受到

严重打击，但是由儒家士大夫群体共识形成的道统力

量却赢得长久的人心。庆元党禁事件只维持几年，统

治集团意识到士大夫反抗力量的强大，在所谓“真伪

已别，人心归正”的大趋势下，伪学、逆党之禁全面

废解。理学家纷纷平反，理学和书院均走向发达。此

后，由理学家推动的书院教育得到更大的发展，理学

及其《四书》学更成为书院教学的主要内容。 

考察庆元党禁解除之后的书院，不仅仅是数量大

增，而且是理学化程度更高。朱熹理学及其《四书》

学已经完全成为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如南宋学者徐

元杰在《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中就规定，书院生

徒“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

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

书，随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24]。这一规定，

不仅强调了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主要学习内容，而

且还体现了朱熹所主张的研习次弟。宋末建康明道书

院则不仅规定“礼仪皆仿白鹿书院”[25](312)，而且从该

书院的系列讲义可以看到，当时明道书院的讲学中，

《四书》是最主要的内容。其中，程必贵于景定三年

(1262 年)、胡崇于淳祐十一年(1251 年)、赵汝训于宝

祐三年(1255 年)、胡立本于景定元年(1260 年)开堂讲

《大学》，程必贵于景定三年(1262 年)、张显于开庆

元年(1259 年)开堂讲《中庸》，吴坚、周应合于开庆

元年(1259 年)开堂讲《论语》[25](318−331)。他们有关《四

书》的阐释、发挥，均为继承程朱之说而来。甚至偏

处四川郪县(今三台县)一隅，由该县士人杨子谟私人

创建、存续于孝宗淳熙年间至理宗宝庆二年(1226 年)

的云山书院[26]，其生徒也以《四书》为主要学习内容：

“吉月、月半诵《论》、《孟》、《中庸》、《大学》

语。”[27]南宋后期学者熊禾也谈到当时以《四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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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理学受到广大士人尊崇的情形说：“孔孟后

千五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四书》衍洙

泗之传，《纲目》接《春秋》之笔。当今寰海数州之

内，何人不读其书。”[28]南宋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特设《论语》《孟子》类，

认为“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为经，

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合为一类”。[29]

目录学中的这一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理学《四书》

学著作在当时学界广泛流传的历史状况。 

理学及其《四书》即成为书院教学的主要内容。

理学派通过书院而推动的《四书》学教育，更是使理

学的《四书》学教育成为南宋士林文化共识。应该说，

作为士大夫之学的《四书》学教育，对宋代士人、士

大夫群体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平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

用。特别是南宋时期，从与金兵的对立，到反抗强悍

的蒙古人，南宋士大夫群体表现出难得的道德意志，

“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

有之。乃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

功，盖非一日之积也。”[30]如南宋末年，岳麓书院师

生与潭州将士共同参加守城战斗，浴血奋战，全部战

死在战场，鲜明反映出理学及《四书》教育产生的社

会效果。 

到了南宋后期，特别是到了元明清时代，理学及其

《四书》学的地位一步步提升，上升到官方的国家学

说与意识形态，成为每一个读书人必读的教科书。理

学及其《四书》学之所以能够上升为国家学说与意识

形态，应该是源于理学及《四书》学的学术声望、文

化影响，而帝王及朝廷不过是顺应士人社会的主流思

潮，以获得士大夫群体的广泛支持，进而提升自己权

力的声誉和影响。特别是提升理学地位最用力的是元

朝、清朝，他们原本属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故而更

加需要借用理学及其《四书》学的声誉和地位以提升

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他们对于理学思想与帝国政治存

在的矛盾，又是通过对理学及其《四书》学的不断修

正、篡改，如《四书》学的士大夫道统论就与帝国皇

权的政统就存在鲜明矛盾，而明清帝王很轻易就将自

己说成的道统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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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r Books tradition and education  
in academies of the Song Dynasty 

 
ZHU Hanmin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there arose a particular episode of the simultaneous advent of 

academie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flourishing of Neo-Ruist thought. The Neo-Ruists, taking the Four Books 

as the canonical works upon which education in the academies was to be based, widely disseminated a Neo-Ruist 

version of the Four Books tradition in the folk society at large, which in turn exerted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scholar-official clas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mperial court. The Four Books tradition of the Song Ruists 

established “studying to achieve sagehood” as the goal of education, and encouraged the scholar-officials to attain 

noble and moral personality, which meant to enable them to take upon themselves the great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of co-governing the whole and wide world. The Song Ruists, by exploiting education in academies based on the 

Four Books, enhanced the pursuit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as both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ubjects, provided impetu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Neo-Ruist teachings in folk society, an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thought 

collective” among the scholar-officials. 

Key words: Four Books tradition; academies; Neo-Ruism; education; thought col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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